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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㤴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 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
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

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 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

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 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

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 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

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 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 这种扩张的标志性

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 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

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

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 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
绅在 19 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 有了军事与财政特

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 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

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段历史呈现的却是一幅精美的绅权运作图景。 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诸如绅

权的属性、界限、规范以及乡村自治等些许制度性启示,主要表现为晚清乡村绅权在运行中实现了从非

正式权力向准正式权力、从权力无序扩张到规范期待以及从形成性自治到构成性自治等三个方面的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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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帝国在内外交困下风雨飘摇,但仍残喘微延,甚至间或出现中兴之景观。 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绅权是一条不能忽视的线索。 自明代中叶,绅权一经形成,便施展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

能,对上,作为一个管道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则化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

治[1] 。 时至晚清,乡村绅权在变动的时局下为帝国存续注入一针强心剂。 绅权何以为之? 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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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改变? 是否对当下具有制度意义? 本文无涉晚清帝国的权谋分析,主要基于史料而着墨于绅

权的价值发现,以求得观点的知识化与认知的现代化。

一、晚清绅权主体的嬗变

“绅士阶层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我们才能够理解它的特点” [2]2。
以历史的长镜头纵观中国乡村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乡绅阶层是一个历史范畴。 自明代中叶形成到

民国初年走向消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乡绅阶层的规模、构成和人生态度不尽相同[3] 。 就晚清而

言,其嬗变的最显著特征表现为数量的增长和价值的有效释放。
(一)绅权主体的数量增长

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乡绅的道路上,与官僚政治挂钩的最重要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

功名,这源于官僚、科举与教育三者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 科举不但关涉教育制度,也是官吏铨选

的前置程序,因此,科举制度的变化与乡绅阶层的命运紧密相关。 而从乡绅群体的数量而言,造就

乡绅首先涉及科举制度中的学额分配。 所谓学额,是官办学校录取学生的名额,“各府、县均有生员

就学的官学,每所官学在每次考试后录取的生员都有一定的数额即学额” [4]74。 学额的重要性来自

于传统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安排,它是政府掌控读书人的手段。 进言之,从乡绅的人数上,每
增加一个学额就意味着读书人多了一次成为绅士的机会,而绅士的身份则意味着享受特权的机会。
相应地,从国家层面上,政府也就多了一份财政负担。 同时,如果学额的变动幅度太大也必将导致

社会结构的变化。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执政者不希望打破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学额也不会有大的

变动。 事实上,从清初直至 19 世纪中期以前,清帝国的学额都是十分稳定的。 天平天国运动爆发,
清帝国迫于情势而不得不改革学额制度。

咸丰三年(1853 年),清帝国首次颁发谕旨,出台了新的学额政策:“著照大学士等所请,由各省

督抚,妥为劝导,无论已捐未捐省分,凡绅士商民,捐资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

额各一名。 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 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

推展。 傥捐数较多,展至数次,犹有赢馀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酌加永广定额。 加额银数,及
如何归并划除之处,悉照大学士等所议办理。 其捐生本身,应得奖叙,仍准奏请,另予恩施。”(《清文

宗实录》卷 89)新的学额政策采取将整体奖励学额与捐纳制度相结合的办法,兼顾了士人整体与捐

纳者个人的利益。 首先,对于普通士人而言,增加的学额仍需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因此,刻苦攻

读以成为“正途”绅士仍然是最佳的选择。 其次,财力尚可者通过捐纳获得监生身份是一条合法途

径,因而国家对“异途”绅士的承认也满足了一些较富有的平民阶层的梦想。
在晚清的这一人事制度改革中,最大的受惠者是州县以下的乡村读书人。 按照科举定制,科考

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县试是读书人踏入仕途的开始,通过县试

而进入县学,即获得生员身份,也就意味着获取了功名,从而成为乡绅群体的一员。 通常,论及科场

机会有限,就是指县学的学额有限。 晚清时期,科举名额有限,考中的机会很少。 生员(又称“秀

才”)大府 20 名,大州县 15 名,小县 4 到 5 名。 全国生员名额 25
 

000 左右,举人 1
 

500 名上下。 举人

与生员限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 1 ∶ 20,但是,添加历年落榜者,就远远小于该比例,大致而言,大
省、中省和小省的举人与生员的比例分别是 1 ∶ 80、1 ∶ 60、1 ∶ 50。 从童生考上进士的比例大概只有

百分之一[5]2。 县试中试名额比例之极小,也就意味着乡间读书人十年寒窗,但成为一名秀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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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狭窄和坎坷的。 祖上没有获取过功名的读书人,更是渴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名本籍乡

绅。 县学学额的数量决定了身处乡村的读书人获取功名的机会大小。 咸丰三年(1853 年)到同治十

年(1871 年)的新学额政策使得各府学考中生员名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5]3,学额的增加鼓励了乡村

读书人的信心,他们考中或是正在努力耕读,都不是希望成为颠覆者或革命者,他们服从于当下的

政治秩序。 因此,我们在理解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就不能仅仅将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作为唯一解

释。 事实上,争取不到士人的支持以及撼动不了由乡绅所控制的秩序,或许更是致命的。 如若继续

观察太平天国被镇压后的晚清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千余起民变或暴乱大都涌动在城市,而乡村

则相对平稳与安宁。 其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乡绅价值的有效释放

虽然学界经常从历史的连续性角度去看待明清时期的绅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
明末与清初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清初,绅权在整体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和打击。

在文网缜密的康、雍、乾三朝,乡绅归“隐”。 但沉寂乡里,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以“道统”为核心

的观念系统。 所谓“道统”,是以“用文字构成理论,对政治发生影响”,士大夫“不从占有政权来保

障自己的利益,而用理论规范的社会威望来影响政治,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这种被认为维持政治

规范的系列就是道统” [6]20。 以道统约束政统是绅权的目的。 政统是主动的,而道统是被动,因此,
当政统与道统相背离时,乡绅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隐而“修道”,“道是可以离事而修的。 道修之后,用
道于事,并不是‘不在其位’的人的责任,而是‘有国者’的责任。 ‘有国者’可以用道,也可以不用

道;‘不在其位’的维持道统者可以设法‘推而行之’,以见‘容’ 于有国者,但是却不能直接行于

事” [6]22。 所以,乡绅致力于维护道统,他们外在于国家权力系统之外,无法决定政统,因为那是政府

的事情。 庙堂失之于道,处于乡野的士大夫们也是无力改变的,所谓“独善其身”也就是做好对道的

“自修”,这样也通过身体力行而使道不至于湮灭。 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就是消极地等待

机会,而不是主动革命造反。 他们相信合于道统的执政者最终会到来。 由此,乡绅保护好自己所处

的家族、宗族和乡族,使之平安地处于正式权力之外。 如果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而言,在清王朝建

立之初风雨如晦的政治环境中,乾嘉汉学的“纯学术”指向就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时移世易,“道咸以降之学新” [7] ,即道咸时期的学术呈现出“新”景象,或称“新学”。 但值得注

意的是,“新学”之“新”却并不指向西学的任何特质,即便此时西学东渐已拉开序幕。 因为这一时期

的人们也仅仅是看到了西学器物层面的先进性,“体用之分”仍然是主流观点。 所以,道咸“新学”与

传统儒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可以看作儒家经世主义的复兴,着力于经世学与理学的融合,理
学强调“内圣”,经世学注重“外王”,“内圣外王”带来晚清学术风气的振兴,振奋了士人精神,乾嘉

时代埋首于故纸堆的训诂考证之学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 这一转向的背后有着浓厚的权力博弈色

彩,那就是,此时清王朝的国家权力对汉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绅权有了需求,而绅权在经历了漫长的

等待后似乎也看到了某种机遇。
事实上,绅权并不在根本上反对君权,即使与之发生对抗,也只是反对某一“暴君”。 清军入关

之后,国家权力虽抑制绅权,但无法消灭绅权。 经过近两百年的共处,绅权也渐渐认同了尊奉儒学

的满清政权,最终与执政者达成一致。 作为联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中介,绅权目的就是为了使

封建国家的“双轨制” [2]55 可以良性运行。 当清帝国开始臣服于儒家思想传统,绅权与君权的联手

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所谓“满汉一家”,其根本都可以归结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认同而已。 也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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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 世纪中叶,国内叛乱和外国侵略破坏了儒家士大夫的性质,威胁了绅士们的

既得利益,因此引起了民众广泛的怀疑,首先是对国家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次是对传统思想的正确

性产生怀疑” [8] 。 这意味着乡村社会固有的权威将被打破,秩序将不复存在,这是以儒家正统为根

基的绅权所难以容忍的。 道统受到威胁,而乡绅自然是无法再坐等。 政统虽可以无道而暂行,但社

会却不可一日无道而治。 内外交困之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时的政统亟需道统的支持,而道

统也同样面临危机,积极进取遂成为当时乡绅的普遍心态了。

二、晚清乡村的绅权扩张

主体规模扩大和价值释放为绅权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晚清复杂政局之下,衰弱的国家权力对

基层控制的每一步几乎都不能脱离绅权。 清帝国不得不放手发动乡绅,委之以军事权和财政权,以
期稳定乡村社会秩序。 对于集权专制主义国家而言,此等重要权力假手于人似乎难以理解。 国家

权力对绅权的这种让渡,只能理解为特殊情势之下,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格局所致。
(一)军事权之授予

咸丰三年(1853 年)三月初六,中央政府发布办团上谕,开始大规模地直接任命中央官员到地方办

理团练防剿事宜,包括了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直隶、江西、贵州、福建、湖南等 9 省。 此批主办人员共

58 人,身份极为特殊:一方面,他们是国家政权体系核心层中的高级现任官员,直接受命于最高统治

者,
 

直接向皇权负责。 另一方面,他们在特定的时段回到自己的家乡,即为乡绅。 而皇帝之所以委任

他们来办理团练,根本的出发点在于他们可以获得上下两方面的信任,由他们所勾连起来的“双轨制”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双轨制”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授予这些特殊

的乡绅以军事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其中包括很多对定制的修改,不可不视为一种让步的措施。
其一,放弃回避制度,令回原籍办理军务。 官吏铨选任用的籍贯禁限是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法的

特色之一,而清代对任官籍贯回避的规定集以往历代之大成而更加细致严格,大致:中央户部十四

司、刑部十七司、御史十五道,地方督抚以下至佐杂,皆须回避本籍五百里以外,核查无误,方可补授

官缺[9] 。 但咸丰三年(1853 年)三月的上谕所委派的地方办团人员却是“回籍”或“在籍”,无疑是有

违大清律法的。
其二,松动裙带限制,授权乡绅依托氏族和私人关系组织地方武装。 防范官僚中的裙带关系一

直是帝国君主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要务,军队更是其中的防范之首。 但太平天国时期,为镇压起

义,有效组织地方势力的抵抗,清廷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原则。 如湘军之组建,其将领曾国藩、左宗

棠、江忠源、胡林翼和罗泽南等,皆曾在城南或岳麓书院读书,彼此结下学缘,后又因机缘而发展成

姻亲或门生关系。 湘军的组织也一直遵循两大原则:一是重乡情、亲情及师承关系;二是将领各自

招募的勇营为自己的武装,军队不轻易假手于人,所谓“营头归人,犹如女子许嫁” [10] 。 由此构建金

字塔式的个人效忠网络系统。 每一级的将领招募其直接下属,由此将军事指挥结构与原有的忠诚

和报效的纽带连接起来。 该制度与正规军制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后者防止将领个人主义式的效

忠,军队组织的所有部分都是可以互调的[11]51。
(二)财政权之获得

从理论上,获得并不意味着官方授予,也可以自然获得,或依据法律而获得,更有僭越于主权而

非法占有。 晚清乡绅获得财政权,在性质上更多地是一种自然获得,国家权力予以事后认可。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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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划分决定了各自职能的实际执行能力的大小。 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资源极

为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权尤为敏感。 毫无疑问,集权主义的帝国中央是不大愿意看到地方过于强大

的,而地方也不会愿意看到财政权为那些非正式权力所掌控。 但是对于 19 世纪中期的帝国政府而

言,迫在眉睫的困局是叛乱即将导致的政权易位,那么,当中央不得不选择依靠地方,而地方不得不

依靠乡绅时,他们不能不考虑到,如果单纯依靠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财富是远远不足以组织一支在

人数和装备上达到相对精良程度的武装,更遑论快速组建,以达到迅即平叛的目标。 正是在这一情

况下,国家将财政权下放给乡绅。 因此,财政权到底是乡绅组织地方武装、操纵地方政治的前提还

是结果?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中,两者几乎是互为因果的。
其一,由捐资义务的承担到财政管理权的获得。 团练的资金最初是由乡绅及其家族的捐资来

提供。 乡土社会中,“富者出钱,贫者出力”的合作原则决定了乡绅作为这种自发性组织的领导负有

不可推卸的义务,尤其是经济上的责任。 但对于长期办理团练而必备的后勤保障而言,捐资因缺乏

制度化而难以持续。 其后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征农业附加税,即“捐输”,是按比例在每亩田征收的正

税之外所另行的加派,有亩捐、粮捐、芦田捐、沙田捐等名目。 这些名目繁多的“捐”在天平天国时期

多由地方开征,用以解决团练的经费问题[12] 。 其资金皆由有着良好声誉的乡绅来管理,所谓“团练

系为保卫乡里,各省俱系民捐民办” (《清文宗实录》卷 230),“不得假手吏役” (《清文宗实录》卷

87),因为这是一种已被接受的地方神话:贪污贿赂是官僚制度带给地方社会的弊端,绅士自身是不

会产生的。 就连大清皇帝也认可,一个知县对于地方上有名望的绅士办团过程中经手费用情况是

不能干预的,而事实上,这些私自收税的权限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有了更大的强制力和豁

免权[11]90-91。
对商业财富开征的“厘金”是地方在税制上的一种创新,而其筹办同样离不开乡绅。 “各行铺平

常多有抽厘办公之举,相沿已久,于商民两无妨碍” [13]305。 所谓抽厘办公,实际上属于州县违制征

商[14] ,用以解决州县财政不足问题。 “抽厘办公”的经办人为各行的行头,而“各行头均系同业,难
保不徇私容隐,应由该地方官慎选本地公正绅董专司稽查。 即由该绅董经收,或迳解营,或交捐输

局” [13]307,由此形成了一套由官府主导,绅与商互相牵制的厘金征收机制。 咸丰四年(1854 年)三

月,咸丰帝下谕,“各就江南北地方情形,妥速商酌”,“劝谕绅董筹办” [13]393。 其后,各省纷纷仿行。
在厘金制度的实际执行中,专门设有厘金局,绝大多数省份的总分局卡委员以及重要办事人员皆由

候补官员担任[15] ,此类候补官员,即为当地士绅。 当时湖南省的士绅力量尤为强大,因此,厘金征收

管理皆一开始就兼用士人。 巡抚骆秉章于咸丰五年(1855 年)建立了湖南省厘金局,委任当地士绅

帮办厘金。 其分局卡之主办人以及中级办事员也皆启用士绅分任,这在晚清是为首例[16] 。 而其后

各省亦有相似做法。
其二,由财政管理权的执行到法定筹饷权的获得。 乡绅作为在地知识分子具有管理团练的财

政的便利和优势,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承担着基层财政权的所有方面。 由于经济在很多场合是实力

较量的支柱,而地方政府也并不希望在地方控制上完全受制于乡绅,所以通过经费的来源途径控制

团练,保持团练在一定程度上的官方主导色彩是情理之中,也是有史可查的。 历史研究者发现,嘉
庆年间合州刺史龚景瀚在其“坚壁清野”办理团练的设想中,关于“筹度经费”的来源强调的是“银

皆官给”,交由堡寨长(很多时候由乡绅担任)“司其出入”,但实际所颁布的团练章程中却未提及经

费筹措的来源和途径[17]339-343。 对这一情形的合理解释是,县一级的执政者比来自中央的官员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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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县署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办理团练的经费。 而到了道咸年间,团练章程中

不但具体规定了捐输办法,而且以“经费宜裕”为由,将临时捐输制度化。 换言之,乡绅对于团练经

费不仅要负责管理,而且要负责筹备,所谓“筹饷”,其法定依据则来自最高政权,咸丰帝以“国用支

绌”“拨款甚艰”为由多次发布谕旨,明令办团费用由乡绅筹集[17]350。
 

三、晚清绅权运作下的乡村秩序

乡绅在 19 世纪中期协助清廷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 从“权能”
一词的构词来理解这种“积极有为”的绅权,那就是,“权”是“能”的前提。 正是因为拥有军事和财

政方面的特权,乡绅才能在乡村社会的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两大途

径,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绅权运作的动态图景。
(一)公局治乡

公局的设立是乡绅在晚清乡村政治中由幕后走向台前的关键一步,是绅权扩张之表征①。
晚清乡村治理的模式已经由一种松散的“简约治理”(黄宗智语)演变成一种机构化和制度化的

“公局治乡”。 公局的日常职务涉及面极为广泛,包括:“禁铁匠造剑仔、禁赌博、禁止藉查烟抢劫、通
知领取烟牌、禁米店抬价、解劫匪、组织蚕业公司、暂停收谷、增加练勇自保、试演土炮、请委任团练

团长、请领团防枪械等。” [18] 这些权力绝大部分无疑属于当地政府传统的行政权范畴,但由公局代

行,这也就意味着公局有权处理本乡的公共事务,当然,其主要权责在维护治安方面。 但即便是围

绕维护治安,公局也是可以衍生出多种凌驾于当地官府之上的权能,包括“奉谕告示”之类的立法权

以及审判和执行之类的司法权。
公局因维持乡村秩序通常具有稽查和缉捕的权力,但按照大清律法,并无刑事案件的审判权和

执行权。 而在实践中,公局不仅将稽查、缉捕、审判和执行一揽子包办,甚至出入律法,行使着极大

的自由裁量权。 对此,作为其上级机关的督抚往往持支持的态度。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两广总

督岑春煊就明确表示:“攻匪保良,系局绅专责。 且又耳目切近,平空拿送事所必无。 此等匪徒诡计

多端,既无飘布可据,到案狡展又属惯技,若有局绅具结而仍不办,是永无惩办之日……以后各局拿

获会匪,或据局、族绅耆捆送,无论有无起获飘布,务须悉心研讯,核其情罪之轻重,照章分别禀办。
倘畏罪狡赖,始终坚不认供,亦即取具局绅‘如诬反坐’甘结,即行禀请惩办。” [19] 由此可见,地方最

高行政长官总督已经给予局绅极大的信任,不惜放弃中国古代证据规则所一贯奉行的口供主义,即
使疑犯拒不认供,只要局绅认定其罪行,也可照样予以法办。

在这一情势下,权力的扩张性显露无疑,局绅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不会止步于指认犯罪,而是

走得更远。 对于发生在基层社会的案件,局绅甚至绕过了清代地方审级制度的相关规定,不仅不将

案件移送州县官府而直接对犯罪人进行判决,而且其判决与其说是依据国家制定法,还不如说是源

自作为判决者的局绅个人对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理解。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广东顺德县陈村抓获

一名拐妇,按《大清律例》规定,拐卖人口应判罚死罪,但公局绅董以其行拐未成,而免其死罪,以押

令游刑示儆而了结[20] 。 又例,佛山近郊石湾乡一族人嗜赌,受其母责而反殴其母,按《大清律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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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朝的“局”,包括官署临时或新设立的机构以及非官方的办事机构,前者如善后局、保甲局、厘金局、缉捕局之类,后者则有乡绅自发组

织的印金局和炭金局等。 此处“公局”
 

为“团练公局”之简称,即为“公同办事机构”,从实际运作来看,通常都是由乡绅在基层社会所设

的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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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是为“十恶”之中的“不孝”,应处凌迟处死,但局绅吴景星认为这一做法会牵连其整个家族及其名

誉,于是在告知其母的情况下,命子弟将之绑缚沉江,该族人没有任何异议,反而认为吴景星“处事

明决,不避嫌怨” ②。 可见,当时的社会评价对于这一做法是褒奖的,由此也印证了中国古代基层司

法屈法原情的特征。
但历史毕竟有着多种面相,地方政府对于公局的僭越并非完全没有异议,而这往往取决于州县

官的个人性格。 时一位名叫方江的安徽桐城乡绅亲历咸丰三年(1853 年)该县政局变化,记录为

《家园记》。 其中记述:太平军攻破武汉,溃兵大至,桐人凶惧,始译募勇铸兵器。 众绅士于县学泮宫

起“平安局”。 署知县宋恪符虽为进士,但年少性懦,其在任之时,“平安局”各局绅“出入衙门如至

私室”。 刘署令为政,则签于阁门外曰:“一切绅士、青衣小帽毋许擅入。”因此不受局绅欢迎。 时局

绅与官争利,讼必勒罚,判决一如在官。 局威大于官威,民以为有权,故而有争议者皆不至官而至

局。 刘署令极为不满。 一次夜巡,门勇有不在者,刘署令则要杖责队长,队长以“我不吃官食,绅管

我,官不得管我”据理抗辩,刘无言以对。 刘企图使己势与局相当而谋募勇树党,所募皆东乡悍族。
但巡抚李嘉端檄至令其解散,此时勇应募而已在旅店呆了一个月,刘欲不给勇值而遣散之,勇急,鼓
噪,“将捉官而裂其裤”,刘在县尉的保护下脱走,县尉自己则因年老动作慢,被饱打一顿,逼着给了

每勇两天的勇费,又怕宫署令到后不见一勇,有碍报销,只得求局绅为之作证美言[21] 。 不言而喻,在
这一场县政与局政的权力博弈事件中,最终的获胜者是局绅,而公局在当时的重要意义真可谓“不

惟乡闾仰其鼻息以图保身家,即地方官亦听其指挥以苟全性命” ③。 桐城的这一历史片段,因其为私

人见闻所记,应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二)团练维稳

晚清团练实行的是所谓的“双领导制”,即监正和团首,前者由具有功名的乡绅担任,后者则来

自普通乡民。 而由于一些乡绅热心地方社会的公务而充任各类公局的局绅,因此,乡里团练的监正

与公局的局绅往往是同一人,即公局与团练在人员上互有交错。 团练组织的日常运行涉及乡村社

会大量公共事务,在这种设置中,一方面强调了乡绅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乡绅数量的有

限,同时又有管理公局的责任,无法完全投入办团。 因此,由平民来担任团首,负责日常事务也是比

较合理的制度设计。 乡绅担任“监正一职,责在利用其身份,与上级政府和其他团的沟通之上” [22] 。
可见,乡绅仍然发挥着 19 世纪中期以前那种联接乡里社会和国家权力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到是,此
时乡绅阶层内部已经发生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公局而成为“局绅”———由官方所授予的职

位———同时又兼任团练监正,其地位通常会凌驾于没有这一政治身份而同样作为监正的乡绅之上。
因为前者不但具有作为官方委任状的“谕单”和作为权力象征的“局戳”,而且每月还有稳定可观的

收入,这在并不富裕却有着浓厚官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无疑具有加强权力资本的巨大

作用。
除此以外,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团练章程来看,公局下辖的团练在乡村社会已经替代了原有的

乡里组织,俨然一级政权。 虽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但史料显示团练不同程度地拥有了军事

权、财政权、社会事务管理权和司法权。 如安徽宿州的团练章程则以相当详细的条款来规范团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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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续修南海县志:卷 20 列传[M] . 刊本. 1872(清同治十一年)。
朱孙诒. 团练说[M] / / 盛康.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81. 刻本. 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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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治理权限。 该章程共包括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的《原定条款二十一则》《续定条款

十三则》以及咸丰三年(1853 年)的《推广条款》。 道光年间的《原定条款二十一则》和咸丰年间的

《推广条款》主要规定了团练的组织方式和基本职能,包括团练的人员组成、经费筹集和防匪御盗及

团勇奖惩的相关事宜;而《续定条款十三则》主要针对乡村社会秩序之维护,小自耕牛被窃、践踏禾

苗、偷窃田禾,大到火灾扑救、行旅遇劫、财产纠纷,无一不由团绅练总负责裁决,严重者甚至可以

“纠勇擒捕”“送官究惩”;而团内练长若“徇隐情事”,练总甚至可以“命官惩罚”,这似乎暗示练总甚

至具有支配地方政府的权力[23] 。 也就是说,团练不仅具有因保卫乡里而必需的军事权和财政权,而
且衍生出诸如裁断家庭纠纷和缉捕盗贼等涉及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司法权,以及乡村事务

的管理权,如火灾扑救、保护农田等,全面替代了清代基层社会的保甲组织所行使的准国家权力。
从规范分析角度而言,《团练章程》作为一种团体内部的自制规章,是团练组织在国家法授权或

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治权的文本化,即皇帝谕旨作为办理团练的规范系统中的上位法而必然对《团练

章程》具有拘束力。 事实上,咸丰帝的历道谕旨都无不强调团练必须在地方官府控制之下承担防匪

御盗之功能,并相应授予有限度的军事权和财政权,但并未授予其司法权和社会事务管理权。 而后

两项权力也无法推定由团练来行使,因为协助司法和乡村管理早在十五世纪,甚至更早,就已被明

确界定为保甲之职责。 此时,团练虽然实行,而保甲仍然存在,并在理论上仍然依附县级政权。 但

上文所述宿州的《团练章程》中则有规定:“既行团练,不必拘定团分……该地保应各按图随团办

事。”既然“随团办事”,则意指保甲要服从于团练领导。 更有甚者,广东一些地区要求保长由“各乡

自行保举,无论绅庶但廉明正直素为乡中所信服者,开列名姓著明某乡某约人,送总局查访的确,再
行请给谕帖”,同时规定所有甲约丁册“一道送存总局,以便检查” ④。 由此可见,不但是保甲依附于

基层团练,而且管理团练的公局也具有决定保长人选之权,并附带性地将甲首约丁一体控制于手。
因此,公局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取地方政府而代之,或者说成为介于乡里组织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级

政权。 正如史家所言:“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以后中国农村的共同特

征。” [11]219 换言之,乡绅已经从 19 世纪中期之前的暗地操纵保甲演变为通过公局直接控制保甲,并
且通过其下辖的团练代行保甲之功能,达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掌控。

四、晚清乡村绅权的制度意义

历史能够被经常和重新解释,并不意味着那些被称为历史的东西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人类智

慧已经实现了自足,也即,解释历史是为了解释现实与未来[24] 。 晚清乡村绅权虽然已是一种历史的

过往,但其演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权力属性、界限与规范,以及随之而形成的乡村自治问题等无疑可

以引发今日之思考,为当下提供一些制度性启示。
(一)从绅权的非正式性到准正式性

在晚清帝制时代一元化的权力框架下,绅权似乎从国家的正式权力系统之中分得一杯羹,这也

就意味着乡绅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权获得了合法律性。 但是,表象往往与实质存在着距离。 对于

乡绅新近获得的这些权力,我们不禁想到探寻:它们是否属于正式权力系统? 如果是,那么这些权

力是否具有稳定性,即通过国家的正式立法加以确立和规范而得以长期存在,抑或只是一种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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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嘉应州志:卷 15 兵防:附团练[M] . 刻本. 1898
 

(清光绪二十四年)。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的授权?
 

首先,从授权法律所属的位阶来看,19 世纪中期,绅权的扩张部分多来源于皇帝的谕令。 根据

清代立法原则,谕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援引为例,从而成为正式法律渊源[25] 。 即使没有能够立即上

升为例,谕令也是皇帝针对某一事或某一地而颁发的“特别法”。 咸丰帝的谕令在其执政期间对于

调整某一特殊社会关系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乡绅所获得的军事权和财政权因

为得到最高权力机关的首肯而具有了正式权力的性质。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权力都是有前提

的———被限定在官僚的权力之下———辅助性权力,并非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力。 这些谕令几乎都反

复强调了团练的办理途径必须是官督绅办,目的则在于助官兵攻防。 正如深谙朝廷意旨的曾国藩

在亲自办理团练过程中所一再强调的,“乡村宜团而不宜练” [26] ,即团练无非是保甲的扩大而已,团
练在性质上仍属于基层自卫防控的性质,并不是要取代官方的军队系统,其意在排除朝廷的担忧。
而事实上,一些乡绅在办理团练的过程中也感叹绅权尚“不及官之十一”,一事一行都不能不恃之于

官,惟“官假之以权,助之以力,绅士始足以行事” [27] 。 不可否认,不乏一些乡绅经常可以摆脱地方

官的干涉而独挡一面,甚至凌驾于地方官之上,但从文本角度而言,皇帝所颁发的谕令并不承认这

些权力的独立性,也不可能承认其独立性。 因为这是清帝国的专制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中央政府的

高度统一和政权的一元化是清帝国所有制度安排的出发点。
其次,绅权中的扩张部分是一种暂时性的权力,缺乏稳定性和永久性。 譬如,学额制度在某种

意义上也可以视为绅权中的人事权,由皇帝的谕令所赋予,是通过运用其财力控制入仕资格的一种

权力,但如若我们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太平天国时期地方学额扩大的名目是为“奖励学额”,即一种

鼓励性的学额政策。 当时扩大的学额包括永广学额和暂广学额,所谓永广学额是永久性增加的学

额,而暂广学额则是一次性增加的学额,五个暂广学额所需款项相当于一个永广学额。 暂广学额无

疑是临时增加的,不成定制。 而永广学额的变动在当时非常频繁,伴随着清帝国军需的增加而增

加,同时也伴随着太平天国被镇压而被限制,并最终在同治十年(1871 年)被废止[4]92-94。 此外,军事

权与财政权的授予或默许也是一种战时的权宜之计而已。 因为此两者是构成政权基础的决定性因

素,清帝国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如咸丰年间在委任本籍官员回籍办理团练问题上,清帝国是

十分犹豫的,既考虑到本籍官员回乡组织团练武装的优越性,同时又担心尾大不掉,因而其政策可

谓翻云覆雨、变化多端。 团练大臣制度虽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 随之而来的是那些作为乡绅

的团练大臣们的法定军事权和财政权也一并收回了,下设的各种公局或被裁撤,或改由地方官负责

管理。 不可否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乡绅们仍然可以在辅助地方官办理团练事务时实际行

使军事权和财政权,但此时已不再具有法定意义。
 

由此可见,乡绅在 19 世纪中期协助清廷镇压各地起义军的过程中确实获得了国家权力机关的

正式授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权力从授予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一种可以独立行使的权力,而且也

不具有稳定性。 因此,这些权力与其被化约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正式权力,还不如说是乡绅原有的

非正式权力的一种膨胀和扩大,而清帝国则基于战时之需对此予以了认可,甚至主动将之暂时法定

化。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称 19 世纪中期的绅权为一种“准正式权力”。
(二)从权力的无序扩张到规范期待

作为准正式权力的绅权在晚清乡村秩序的维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于叛乱的镇压,而皇权

得以稳固,地方统治继续维持,乡民人身财产也得到保护。 但绅与官的关系却难以回到从前。 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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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述,绅权的运作过程事实上也是和地方官僚正式权力的博弈过程。 其间,双方在一些场域进行

合作,但绅权僭越地方官僚正式权力的状况时有发生,甚至十分激烈。
从规范分析角度而言,准正式化的绅权中所包括的权力种类以及来源是复杂的。 其中,军事权

和财政权主要来自皇权的主动授予,或是事后认可,这是缘于危亡之际皇权不得已的暂时赋权。 但

拥有了法定军事权与财政权的乡绅在维护乡村秩序以及治理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发生了权力的外

溢,继而绅权中又包含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等,这些溢出的权力在当时则属于地方官僚的正

式权力系统,可见,中国帝制时代的正式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区分的。 其中,皇权与绅权并

没有太大冲突,无序扩张的绅权更多地体现于对地方官僚的正式权力的越界,即晚清时期官与绅的

各自权力范围都是模糊的,皇权只强调其合作而不划分两者之间的界限,则势必为日后的地方权力

管辖范围的争议埋下伏笔。 在当时著名的苗沛霖事件中,当苗的势力不断扩大,其与安徽巡抚翁同

书等地方官僚正式权力就开始产生显而易见的对立与斗争,但与中央大员胜保之间始终保持了相

互依存的关系[28] 。 这种微妙的变化反映了皇权、地方官僚正式权力和绅权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时湖广总督瑞征对官绅权力冲突的概括也耐人寻味:“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地方官筹办各事,

借绅以为辅助。 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继则官于绅遂多遇事优容,驯致积习成弊。 绅亦忘其分

际,动辄挟持。” [29]在这位官僚看来,绅权的扩张是由于官权的退让所致,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官权不

退让而绅权则无以扩张。 但我们进一步的追问是,官权何以退让? 从制度运作角度而言,乡绅之所

以“忘其分际”,即忘记其传统的政治在野身份,是由晚清国家形势所决定的,执政者除了一道谕旨

已经不能为乡村提供任何保护,作为“一乡之望”的乡绅不得不全面承担起乡村社会的所有大小公

共事务———包括那些在传统上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职能———以维持乡村秩序。
正式权力的弱化与绅权的无序扩张构成了晚清权力场的乱象,但从绅权的制度意义而言,我们

还是可以探讨此时绅权的规范可能性,或者说,一种规范期待。 不可否认,在晚清乡村权力博弈中,
绅权确实争得了更多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或来自于专制国家正式权力所让渡,或是靠自身斗争而获

得。 绅权扩张是时局所致,但从长远角度,绅权若希望得到国家政权的继续支持,那么,国家权力与

绅权之间的边界,首先需要的是明确化。 从逻辑上进一步推演,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权之间的边界

忌讳模糊而一定要清晰化。 在专制中央集权国家,这一明晰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权力所划

定,但仍然会受到组织技术、治理成本、国内外形势等要素的影响。 当国家权力长期而全面控制乡

村社会,不但成本太高,而且会导致乡村社会自主性的丧失和活力的消退。 因此,国家权力收缩边

界,乡村社会自治范围扩大,理论上本是对两者都有利的,但如果乡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有序

运行,动荡发生,那么国家政权也就会受到威胁,则是对两者都不利的。 因此,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

权之间的界限除了由国家权力划定以外,也取决于乡村自治能力。 当然,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权的

内部都包括了多个层级,因此两者的关系是多重权力复杂博弈的结果。 由此,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界

限,以及地方权力与乡村自治权的界限都必须明确。 其次,晚清绅权的无序扩张部分提示我们注意

乡村自治权规范的必要性。 自治共同体的利益往往是局部和小范围的,不可避免会出现短视,譬
如,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对立、多数人的暴政以及强人政治等,其结果最终损害的不仅是国家

利益和地方利益,而且也会导致乡村共同体受损。 这些弊端或许无法单纯依靠乡村共同体的自觉

反省来解决,国家权力的适当干预和救济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在权力边界明晰的前提下,自治

规则的制定以及自治权的规范行使是中国乡村自治走出历史偶然而成为自觉选择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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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乡村的形成性自治到构成性自治

晚清绅权的运作强化了明清以来乡村自治的实然状态,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所谓的乡村自

治只是国家专制主义统治在广袤乡村渐次弱化的幻想。 因为,在逻辑上,专制国家几乎不会允许自

治的社会来分化和分享公共权力。 那么,本文所解读的乡村自治是否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偶然,抑或

是因“为执行特定的社会任务而做的结构化的安排” [30] 。 晚清乡村自治与绅权的关系问题在今天

仍然值得探讨。
在理论上,就自治状态与自治权的发生先后关系而言,自治可以大致分为形成性自治和构成性

自治。 形成性自治主张自治权是一种固有权利,自治权存在于自治状态之前,权利的设置在于明确

自治。 反之,自治权被认为是一种国家授权,发生于自治状态之后,即基于自治规制而创设相应的

权利,其自治为构成性自治。 如上探讨,晚清乡村自治源于乡村历史进程中由诸如人文、习俗乃至

区域经济而同构成的封闭社群。 这种远距庙堂的江湖与最高权力机关之间像涟漪一样外溢出数个

层级。 出乎制度设计初衷,“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方式最终形成了乡村自治以致自足状态。 由此看

这种因皇权鞭长莫及的客观事实促成了乡村社会自然自足。 就此来说,这种土生土长的自治范式

本质上属于形成性自治,而非构成性自治。 按照构成性自治理论,如果乡村是国家权力向外的有效

衍生,那么乡村社群必须依据法律权限成立自治组织来管理本区域公共事务,因而成为国家统治的

基层单位。 遗憾的是,这种纯粹预设法律前提的构成性自治在晚清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因

此,学界称为传统中国乡村自治的提法只能在形成性自治的范畴内进行讨论。 而这种形成性自治

能否转向构成性自治,或者是否存在一种从形成到构成的准自治范式,也许萧公权先生的观点可以

提供一条思考的路径。
萧公权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乡村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自治政府,乡村处于清帝国的严密监控之

下,“整个监控系统由上而下,经由地方政府,下达乡村中每一个人” [31] 。 而乡绅虽然是乡村组织的

基石,但“他们(乡绅)通常与普通居民有着不同的利益”,因此“即使在没有政府控制的地方,村庄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也不是全体居民自我管理的自治体” [32] 。 这一结论无疑是基于二元对

抗模式下的社会自治论。 据此,传统中国因为缺乏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法定的自治政府,所以,乡
村共同体的利益不能够被代表,更谈不上乡民的自我管理,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乡村自治。 但殊不

知,自治政府亦有其自身利益,而不完全等同于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 在这一点上,有着自身利益

的乡绅与自治政府似乎并无不同,关键在于这种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契合度以及制度或道

德对自身利益的有效约束。 因而,放弃对自治政府的执念,晚清绅权主导的乡村自治就自然揭示了

自治范式的转化逻辑,真实地发生在当时那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下。
晚清时期,乡村社会更加明显地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而绅权的准正式化则标注了这条路

径。 一般认为,以二元对抗模式来解释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两者表

现为张力内置于同构之中。 “在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中,不存在社会独立于国家,并获得不受国家干

预的自主权利的观念和理论” [33] ,但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同构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自治性完

全不存在” [34] ,具有自治性的绅权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它与国家权力之间既合作又对抗。 从权力的

属性而言,绅权兼具国家性与社会性或民间性,但更偏重于后者。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性却也并不

等同于社会性。 从逻辑上说,我们如果将社会作为西方市民社会的简称,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

发现社会的。 中国古代的民间社会要弱势得多。 但弱势的民间社会也会对国家进行防御,甚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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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也会有民间权力的生发。 绅权则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语境下民间权力的代表。 在历史变

迁中,绅权由“非正式权力”向“正式权力”演化,是意图从民间权力向社会权力过渡,从而有可能成

为制约国家权力的强有力的社会权力。 晚清绅权就是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发生嬗变的,并呈现出“准

正式权力”的样态。 这种准正式权力的暂时性和依附性一方面证明了历史的非直线性发展,另一方

面也暗示着帝制时代国家权力的有限性。 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的承认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乡

村自治最终也将由制度设计而具有独立性与安定性。 无怪乎 20 世纪之初,中国当局和改良者们都

将绅权的振兴看作社会改革和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提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 [35] 。 而在实践上,
经过晚清的酝酿发酵,至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之时,绅权已水到渠成地为自身的合法化找到了既符

合中国文化传统又迎合世界潮流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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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war
 

rose
 

in
 

the
 

Xian-Tong
 

Period
 

and
 

the
 

rural
 

order
 

became
 

at
 

risk.
 

The
 

state
 

power
 

had
 

to
 

resort
 

to
 

the
 

reliable
 

social
 

force
 

to
 

go
 

through
 

the
 

bad
 

time
 

when
 

it
 

continued
 

weakness
 

and
 

the
 

gentry􀆶 s
 

power
 

became
 

the
 

first
 

choice.
 

The
 

long-standing
 

gentry
 

power
 

has
 

become
 

a
 

useful
 

choice
 

because
 

of
 

its
 

powerful
 

pipeline
 

entity
 

function 
 

that
 

is 
 

as
 

a
 

pipeline
 

to
 

replace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power
 

to
 

maintain
 

rural
 

stability 
 

As
 

an
 

entity 
 

it
 

gathers
 

the
 

people
 

and
 

dominates
 

the
 

rural
 

aut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theory 
 

the
 

reform
 

of
 

the
 

school
 

alloca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reated
 

a
 

large-scale
 

gentry
 

class 
 

and
 

the
 

increase
 

of
 

school
 

allocation
 

further
 

stimulated
 

the
 

confidence
 

of
 

rural
 

scholars
 

to
 

become
 

officials.
 

They
 

combined
 

Neo-Confucianism
 

with
 

pragmatism 
 

which
 

made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statecraf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new
 

one.
 

Once
 

these
 

enterprising
 

gentry
 

values
 

were
 

effectively
 

released 
 

they
 

alleviated
 

the
 

political
 

crisis
 

encountered
 

by
 

the
 

Qing
 

court
 

to
 

the
 

greatest
 

extent.
 

Of
 

course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gentry
 

power
 

also
 

brought
 

about
 

the
 

positive
 

expansion
 

of
 

the
 

extension
 

of
 

gentry
 

power.
 

The
 

symbolic
 

event
 

of
 

this
 

expansion
 

was
 

that
 

the
 

power
 

of
 

the
 

gentry
 

spilled
 

over
 

into
 

the
 

military
 

and
 

financial
 

fields
 

monopolized
 

by
 

the
 

state
 

power.
 

In
 

the
 

granting
 

of
 

military
 

power 
 

the
 

squire
 

was
 

able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war
 

because
 

of
 

the
 

trust
 

from
 

top
 

to
 

bottom 
 

In
 

the
 

acquisition
 

of
 

financial
 

power 
 

the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turmoil
 

ma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to
 

rely
 

on
 

local
 

economic
 

support 
 

and
 

the
 

squires
 

obtained
 

the
 

legal
 

right
 

to
 

raise
 

money
 

in
 

the
 

process
 

of
 

mobilizing
 

the
 

countryside
 

to
 

resist
 

the
 

Taiping
 

Army.
 

As
 

a
 

kind
 

of
 

institutional
 

consideration 
 

the
 

gentry
 

gained
 

the
 

power
 

that
 

was
 

unimaginable
 

in
 

the
 

previous
 

three
 

hundred
 

years
 

when
 

they
 

helped
 

the
 

Qing
 

government
 

tide
 

over
 

the
 

crisi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ith
 

military
 

and
 

financial
 

privileges 
 

the
 

gentry
 

could
 

maintain
 

stability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regiments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lthough
 

the
 

rural
 

gentry
 

pow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d
 

already
 

been
 

hidden
 

in
 

the
 

dust
 

in
 

terms
 

of
 

legal
 

prescription 
 

this
 

period
 

of
 

history
 

presented
 

a
 

beautiful
 

picture
 

of
 

the
 

operation
 

of
 

gentry
 

power.
 

From
 

this 
 

we
 

can
 

get
 

some
 

institutional
 

enlightenments 
 

such
 

as
 

the
 

property 
 

the
 

boundary 
 

the
 

standard
 

of
 

the
 

gentry
 

power
 

and
 

the
 

rural
 

autonomy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gentry
 

pow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informal
 

power
 

to
 

quasi-formal
 

power 
 

from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power
 

to
 

normative
 

expectations 
 

and
 

from
 

formative
 

autonomy
 

to
 

constitutive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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